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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公众对政府治理绩效的评价会显著影响其对官员的信任程度。政府补助政策就是通过资本援助的方式，

向居民提供一种无偿的财富转移。政府的治理绩效包括经济增长、失业率、犯罪率、社会福利等方面。

政府补助政策就是通过资本援助的方式来提升公众的收入。进而促进社会的经济增长。其中最典型的政

策就是扶贫政策。因此，本文基于解决贫困问题背景下，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FPS2016实证

分析政府补助政策是否能提高官员政治信任。本文得出结论：在性别、年龄、学历、入党情况家庭收入

情况这些影响居民对官员信任的因素得到控制的情况下，拿到政府补助的居民会更加信任政府。当区分

主观和客观的官员绩效后，客观评价官员政治绩效对政治信任产生正向影响，高效率的职务绩效将提

高公众对政府的信任程度。在客观制度绩效中，公共服务绩效和腐败治理绩效对政治信任有显著正向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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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blic’s evaluation of government governance performance will significantly affect their trust 
in officials. The government subsidy policy is to provide residents with a free transfer of wealth 
by means of capital assistance. The government’s governance performance includes economic 
growth, unemployment rate, crime rate, social welfare and so on. Government subsidy policy is to 
increase public income through capital assistance, thereby promoting the economic growth of the 
society. One of the most typical policies is the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y. Therefore, this paper is 
based on the background of solving the poverty problem. Using China’s comprehensive social sur-
vey data, CFPS2016 empirically analyzes whether the government subsidy policy can improve the 
political trust of officials. The conclusion of this paper is that when the factors that affect residents’ 
trust in officials, such as gender, age, education, membership in the Party and family income, are 
controlled, residents who receive government subsidies will trust the government more. After 
distinguishing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officials’ performance, objective evaluation of officials’ po-
litical performance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political trust, and efficient job performance will im-
prove the public’s trust in the government. In the objective institutional performance, public ser-
vice performance and corruption governance performance have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political tr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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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1 年 3 月，第 13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第 14 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草案的决议，提出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

效衔接的重要内容，为中国贫困地区建设规划和居民福利水平的提升提供了进一步的战略方向。政府补

助政策是一项对贫困地区进行资本援助的政策。党的 18 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取得了脱

贫攻坚的全面胜利。历史性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新中国成立前，我国是世界上贫困人口最多的国家，

到 2021 年，我国还有 832 个贫困县，9899 万贫困人口。极大地提高了贫困人口的获得感，也提升了公

众对官员的政治信任水平。贫困人口是我国弱势群体的代表。为了妥善解决弱势群体的基本生活需求和

物质文化需要。除了扶贫政策外，我国还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来提高弱势群体的生活水平，缩小社

会差距。因此，本文利用 CFPS2016 年的数据，分析政府补助政策对官员政治信任的影响。并进一步验

证政府治理绩效对该路径的影响，为官员政治信任的内在机制研究提供实证支持和相关启示。 

2. 文献综述及研究假设 

(一) 政治信任 
1、政治信任概念 
政治信任一般被定义为市民对政府机构或政治系统能够提供和他们预期结果相一致的物品或服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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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念[1]。学界对官员政治信任的影响因素以及形成机制的研究相对成熟。伊斯顿(Easton)认为，政治系统

中存在具体支持(specific support)和弥散支持(diffuse sup-port)两种类型的政治支持[2]。前者体现为对政府

绩效和在职官员的支持，后者则是对政治体制及其运行规则的支持。 
在伊斯顿的基础上，学者将政治信任区分为对政治共同体的信任、对政治体制的信任、对政治权威

的信任[2]。故而，政治信任水平的下降可能反映了公民对政治体制和运行原则的不满，也有可能反映了

民众对政府绩效和就职人员的不满。关于对政治机构和政治权威信任程度的区分，孟天广通过比较中国

民众对政治机构和政治精英的信任水平发现，民众对政治机构的信任水平显著高于对政治精英的信任水

平。同时，民众对二者的信任也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具有很强的同构性。作为联结个体公民与政治机

构的纽带，政治信任既是政权合法性的重要表现，又是政府与公民互动的微观基础[3]。较高水平的政治

信任能使政府无须借助强制性手段即可获取民众对政府政策的认同，而较低水平的政治信任则可能使政

府无法进行有效的管治，甚至会引发社会冲突。鉴于政治信任对于维护政权合法性和社会稳定的重要作

用，学者们对政治信任的起源和影响因素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总体而言，这些研究可以归纳为制度主义视角和文化主义视角两种传统。制度主义传统主要从理性

选择的视角来解释民众政治信任水平的起源，认为政治信任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信任，而是内生于政治

系统的，故民众对政府的信任主要是基于其对政治机构产出的理性计算。一个政府能否赢得民众的信任

和支持主要取决于其善治的能力和表现。 
政府的治理绩效包括经济增长、失业率、犯罪率、社会福利等方面。对民众的政治信任有重要影响。

与制度主义强调政治信任是公民对政府绩效表现进行理性评价的观点不同，文化主义传统认为政治信任

是外生于政治系统的，强调价值观念和人际信任对政治信任的影响[4]。概括来说，文化主义解释主要包

括以下三种假设：一是早年社会化影响说，认为个人在早期社会化过程中所形成的价值观念和社会规范

对政治信任具有长远而稳定的影响；二是社会信任产生政治信任假设，认为政治信任是人际信任和社会

信任推广到政治领域的一种表现，对他人有较高信任水平的人往往表现出政治方面的信任；三是后物质

主义转向假设，认为长久的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将会使公民从关注物质生活向关注个人自主、自我表达

等需要过渡，从而对政府表现出更多的批评和不信任。 
有学者将大众–精英和水平–垂直的二分法结合在一起，得到信任四个维度的内涵：1) 公民彼此间

的信任，社会资本研究的重点领域；2) 公民对政治精英的信任，政府信任研究的主题；3) 政治精英对其

他社会精英的信任；4) 政治精英对公民的信任③。将这四个维度的关系用图表展现出来(见表 1)，可以

发现，有关政治信任的研究对象是：公众对官员的信任、官员对公众的信任、公众间的信任、官员间的

信任。结合戴维·伊斯顿对信任客体的三重划分，从微观到宏观、从具象到抽象，政治信任的客体可以

分为三个层次：政治行为者 
(政治权威)、政府/政党(政治共同体)、政治制度(政权)。地方干部的政治信任包括地方干部对政治行

为者(公众、官员群体)、政府/政党(各层级政府、中国共产党)、政治制度(政权)的信任。 
通过分析 2010 年 CFPS 数据库，对我国 31,141 名居民进行调查。将这些居民中家庭人均收入高于

2300 元的居民划分为贫困人口；将家庭人均收入低于 1205 元的居民划分为非贫困人口，分析这两类人

口对政府的总体评价。通过数据库中编号为 qn4 的题项，题项内容为“对本市政府的总体评价水平”，

本文通过该题项来衡量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水平，答案数值从 1 到 5 对应的分别是认为政府有很大成绩、

认为政府有一定成绩、认为政府没有多大成绩、认为政府没有成绩以及认为政府工作比之前更糟。也就

是说，公众给出的答案对应数值越高，表明该群体对政府的信任程度越低。从表格可以看出，2010 年，

我国贫困人口对政府总体评价的均值为 2.4，非贫困人口为 2.3，也就是说，我国贫困人口对政府的评价

低于非贫困人口，从表中数值可以看出我国贫困人口对政府的信任度低于非贫困人口。(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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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Trust subject-object relationship diagram 
表 1. 信任主客体关系图 

 公众 官员 

公众 社会信任 政治信任 

官员 政治信任 政治信任 
 
Table 2. Overall evaluation of poor people on this city 
表 2. 贫困人口对本市的总体评价 

 有很大成绩 有一定成绩 没有多大成绩 没有成绩 比之前更糟 总计 均值 

非贫困 3582 16,251 6560 2481 662 29,536 2.336 

贫困 198 836 332 201 38 1605 2.404 

总计 3780 17,087 6892 2682 700 31,141  
 

(二) 补助政策和官员政治信任 
1、政府补助概念 
政府补助是政府根据一定时期内的政治经济原则和政策，以财政安排的专项资金，为特定目的，向

社会公众提供的一种无偿转移支付[5]。当政府决定向公众提供补贴以实现特定目标时，政府和公众之间

存在信息不对称。地方政府对当地居民的财政补贴是他们的财政支出的一个分支。它是地方财政根据地

方经济发展的原则、政策和具体目的，直接或间接向居民提供的一种无偿财富转移，属于财政转移分支。

薪资类别。补贴的实施使得地方政府的公共财富向个人转移，形成了新的利益分配格局[6]。从世界各国

的情况来看，国外成熟市场经济以及地方政府往往采用这种方法对区域经济发展进行宏观调控。对财政

补贴的研究摘自庇古的《福利经济学》。庇古认为，完全市场竞争虽然可以使社会资源得到优化配置，

但由于某种原因，并不能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因此，政府应该介入市场对收入分配的决策过程。马

斯格雷夫和马斯格雷夫从社会产品理论来看，认为所有产品都介于纯私人产品和纯公共产品之间。介于。

对于纯私人产品，收入完全有竞争力，成本可以通过市场交换完全补偿，政府对它们的补贴率为 0；相

反，纯公共产品的成本由预算支持。缴纳的，应视为 10,000 补贴；介于纯私人产品和纯公共产品之间的

产品或多或少都有政府补贴。美国经济学家穆斯格雷夫指出财政相关部门的所有支出活动都包含不同程

度的补贴因素，并提出“从最终意义上讲，补贴可以定义为政府的税收和支出活动给予任何个人的净额。

利润。”在他看来，国家财政支出的功能无非是提供补贴。公共财政该部门的所有支出活动都包含不同

程度的补贴因素，并提出“从最终意义上讲，补贴可以定义为政府的税收和支出活动给予任何个人的净

额。利润。“在他看来，国家财政支出的功能无非是提供补贴。 
然而，在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体系改革的过程中，也有些群体，如由下岗工人、无业人员、失地农民

及其供养家庭等组成的城乡贫困群体并未充分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对弱势群体进行救助。进入 21 世

纪以来，随着中央政府对民生工作的重视和各项相关配套政策的陆续出台，低保救助标准显著提高，覆盖

人群不断扩大，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惠民生、解民忧、保稳定、促和谐等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有效保障

了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制度主义解释框架强调中国政府在经济发展、社会治理等方面的绩效表现对民众

政治信任的影响。研究发现，民众对政府的经济表现和社会治理的正面评价对政治信任有显著的影响。孟

天广和杨明的分析也表明，县级政府的客观治理绩效对政治信任有重要影响：在高人均福利支出、低基尼

系数和低失业率的区县，政治信任水平更高。吕晓波发现，废除义务教育阶段学杂费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

民众对中央政府的信任水平，但社会养老保险(以下简称“新农保”)的研究发现，新农保的实施显著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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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农村居民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政治信任水平。何增科、王海、舒耕德通过对“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

的相关文献资料和实地评估报告进行分析后指出，地方政府在政治类改革(民主选举、公民参与、权力监

督等)、行政类改革(行政审批、社区管理等)和公共服务方面的治理改革与创新(扶贫救助、社区服务等)显
著增强了地方政府政权的政治合法性。明显地提高了民众对政府官员的支持度和信任度。 

假设 1：公众是否收到政府补助正向作用于官员信任，收到政府补助的人更倾向于信任干部 
(三) 官员绩效的调节作用 
1、官员绩效 
本文的官员绩效通过官员实施政府补助政策的成效来说明。以扶贫政策为例，针对扶贫政策绩效主

要进行了两个方面的研究，一方面是解读扶贫思想的理论内涵与贫困治理长效机制。另一方面是通过实

证分析医疗保险、就业安排、教育援助等因素对贫困人口生活改善或脱贫增收的影响。研究证明，弱势

群体更容易面临风险冲击。面对会损害自身利益的各种未知事件，弱势群体往往无法依靠自身能力处理

与之而来的风险。这样的现实情况就增加了弱势群体的脆弱性，从而影响社会稳定发展[7]。在环境的约

束下，弱势群体还面临机会缺失的现状及获得资源的权利缺乏。例如，在就业、社会医疗保障、教育资

源等方面，弱势群体都无法享受同等的机会，由此产生社会的不公平现象。对弱势群体进行资本援助是

保护其合法权益的关键途径。政府的职能主要在于合理调度使用专项资金。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和提供公

共服务。而扶贫政策是政府补助中比较突出的一项政策。因此，关于扶贫绩效的研究主要从两个方面进

行，一方面是从政策层面关注贫困人口数量减少，一方面是从贫困人口关层面关注贫困人口收入的增加。

2020 年我国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极大的减少了我国贫困人口的数量。扶贫政策实施以来取得的成效，

极大的增加了公众对政府的信任程度。因此，研究贫困人口收入变化来反映扶贫绩效是研究扶贫政策绩

效的重点内容。本研究也重点从弱势群体收入变化来反映官员绩效。 
制度主义的解释路径提出，公众对政府的治理绩效的评价，会显著影响其对官员的政信任程度。从理性

选择的视角看，官员政治信任是社会成员根据获取的官员绩效信息对官员的可信赖程度做出的理性判断。但

公众对官员绩效的评价是相对公众而言。由于公众处于信息不对称地位，其获取的绩效信息存在不确定性。

也就是说，公众对官员绩效的评价是在有限理性的约束下完成[8]。而理性因素与感性因素均会对官员信任

的形成发挥作用。弱势群体对官员绩效的评价，很难脱离具体的主观感知而独立发生。所以，干部良好的政

德观是弱势群体对官员绩效进行评价的依据。基于理性因素的官员职务绩效和基于感性的官员品德绩效都对

贫困群体、对官员的信任有影响。因此，本文分别从官员职务绩效和官员品德绩效对对干官员信任提出假设。 
假设 2： 
1) 干部职务绩效调节了领取政府补助对官员信任的影响。具体而言，高效率办事水平可以强化领取

政府补助对官员信任的影响 
2) 干部品德绩效调节了领取政府补助对官员信任的影响。具体而言，良好的政德观可以强化领取政

府补助对官员信任的影响 

3. 数据、变量与方法 

(一) 数据来源与数据匹配 
本文中所使用的数据均来自于 2016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中的成人与家庭问卷。根据研究需要，

本文剔除了户主的年龄小于 20 周岁、存在缺失值以及家庭总支出为 0 的样本家庭，从而得到符合本文要

求的 11,272 个家庭数据，其中，城镇家庭 5514 户，农村家庭 5758 户。弱势群体是本文主要分析和比较

的对象。我们主要根据 CFPS 家庭成员对“您在本地的收入水平?”的主观评价来界定弱势群体，即如果

该家庭中一半以上的成员认为其收入地位在当地处于最底层，我们将该家庭界定为弱势群体家庭。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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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家庭经济收入的主观评价来界定弱势群体可能与其客观经济收入存在一定的偏差。 
本文采用主观评价的方法来界定弱势群体，主要是基于以下两点考虑。第一，由于客观贫困的界定需

要详尽地了解家庭收入和支出状况，这不仅在社会调查中很难进行精确测量，即便是在实际生活中，许多

家庭也未必能够精确地计算出其各项收入。实际上，每个人对贫困都有自己的理解，他们是自己经济状况

的最佳评判者，而且关于贫困的主观认定通常更具有社会比较和社会态度的意涵。第二，由于目前我国在

经济发展程度和消费水平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地区差异和城乡差异，采用主观认定的方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

排除地区差异的影响。我们期待在将来的研究中，能够完善本文关于弱势群体界定的不足之处。 
(二) 变量及测量 
1、因变量：官员政治信任。 
2、自变量：政府补助。我们主要根据 CFPS 家庭成员对“是否收到政府补助”是否领取政府补助，

是我们解释政治信任的关键自变量 
3、控制变量：参照既往研究，关于政治信任的控制变量主要包括以下四类。第一类为社会经济地位

和政治身份变量，主要包括家庭人均收入(不含低保补助)、是否失业、户籍类型、受教育水平、是否为党

员五个变量。根据 CFPS 样本分布状况，我们将受教育水平分为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及以上三个类

别，在模型中当作一系列的虚拟变量处理。第二类为人口学变量，主要包括性别、出生年代、民族、是

否为流动人口(户籍登记地区县不同于常住地区县)。第三类为社会信任变量。我们统一用年龄、性别、学

历、收入(工资收入总额、家庭成员人数)、是否是党员作为测量指标。 
4、调节变量：绩效。基于以往研究，经济绩效对政治信任的影响日渐式微，而公众对公共服务的需

求日益增加，符合公众偏好的公共服务绩效有助于提升政治信任。我们主要根据 CFPS 家庭成员对“将

是否亲身经历到政府办事时受到不合理的拖延、推诿看作干部职务绩效的衡量指标；将是否亲身经历政

府干部的不公正对待以及政府腐败问题在我国的严重程度看作衡量干部品德绩效的衡量指标”。 
(三) 方法 
本研究采用 Stata 4.0 对 cfps2016 的数据进行处理，以期望得到相互补充，相互验证的结论。由于自

变量、调节变量和因变量皆为五点 Likert 量表变量，因此可直接运用 OLS 回归模型进行分析。同时为保

证模型的稳健性，本研究采用 Ordered Logit 回归模型对其进行验证。 
(四) 描述性统计结果 
作为维护社会稳定的最后一道安全网，政府补助能否提高公众对基层政府官员的政治信任水平。表

3 报告了关于“官员政治信任和政府补助回归结果(政府补助对官员政治信任的影响)”的多元线性回归分

析结果。 
 
Table 3. Regression results of official political trust and government subsidies 
表 3. 官员政治信任和政府补助回归结果 

对干部的信任度 系数 标准差 t p 值 95%的置信区间 

是否受到政府补助 0.4283345 0.0304874 14.05 0.000 [0.3685781, 0.488091] 

年龄 0.0191173 0.0008734 21.89 0.000 [0.0174054, 0.0208292] 

性别 −0.1253092 0.0294267 −4.26 0.000 [−0.1829866, −0.0676319] 

学历 −0.00406 0.0053093 −0.76 0.444 [−0.0144664, 0.0063465] 

入党情况 0.5554762 0.0475599 11.68 0.000 [0.462257, 0.6486954] 

总收入 −1.73e-07 3.38e−07 −0.51 0.609 [−8.34e-07, 4.89e−07] 

家庭成员人数 0.0132519 0.0071569 1.85 0.064 [−0.0007759, 0.02727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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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中可以看出，p 值小于 0.1，标准差为 0.0304874，证明两变量显著正相关，即在控制了人口学

变量、社会经济地位特征、社会信任水平、对政府绩效的主观评价后，居民是否收到政府补助对干部的

信任度显著正相关。也就是说，在性别、年龄、学历、入党情况家庭收入情况这些影响居民对官员信任

的因素得到控制的情况下，拿到政府补助的居民会更加信任政府。即本文的研究假设 1 得到了经验数据

的支持。具体来说，我们研究各个变量对官员政治信任的影响。通常认为那些在改革中利益受损的弱势

群体，需要国家政策的帮助，以减少发生抗议和导致政治不稳定的风险，如何提高弱势群体的政治信任

水平对于维护社会稳定和政权合法性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表 3 分析结果显示，被喻为“社会最后一道

安全网”的政府补助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民众对官员的政治信任水平。 
就控制变量对民众政治信任水平的影响而言，本文的分析结果与既有研究基本一致，如社会信任水

平越高，对基层政府官员的政治信任水平越高；对政府绩效评价越低，政治信任水平越低；家庭人均收

入对政治信任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受教育水平越高，政治信任水平越低；党员对政治信任有显著的正向

作用；男性的政治信任水平显著低于女性等。 
表 4 报告了关于“官员政治信任和政府补助回归结果受官员绩效差异”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 

 
Table 4. Regression results of officials’ political trust and government subsidies influenced by differences in officials’ 
performance 
表 4. 官员政治信任和政府补助回归结果受官员绩效差异的回归结果 

对干部的信任度 系数 标准差 t p 值 95%的置信区间 

是否受到政府补助 0.3684815 0.0298316 12.35 0.000 0.3100105  0.4269525 

年龄 0.0140035 0.0008648 16.19 0.000 0.0123085  0.0156986 

性别 −0.0489081 0.0288562 −1.69 0.090 −0.1054673  0.0076511 

学历 0.0040759 0.0051927 0.78 0.432 −0.006102  0.0142538 

是否是党员 0.5936398 0.046493 12.77 0.000 0.5025118  0.6847677 

总收入 3.03e−07 3.30e−07 0.92 0.359 −3.44e−07  9.50e−07 

家庭成员 0.0146193 0.0069938 2.09 0.037 0.0009112  0.0283275 

受到政府办事推诿 0.0082011 0.0027317 3.00 0.003 0.0028469  0.0135553 

受到政府干部不公 0.0091919 0.0026728 3.44 0.001 0.0039531  0.0144307 

认为政府的腐败情况 −0.1945783 0.00504 −38.61 0.000 −0.204457  −0.1846996 

 

官员的职务绩效我们通过“是否受到政府办事推诿”和“是否受到政府干部不公”两个题项来衡量；

官员的品德绩效我们通过和“认为政府的腐败情况”进行衡量。 
从表 4 可知，在区分主客观官员绩效后，对官员政治绩效的客观评价对政治信任有积极影响，高效

的工作绩效会提高公众对政府的信任。这与大多数学者先前的研究一致[4]。在客观制度绩效中，公共服

务绩效和腐败治理绩效对政治信任有显著影响。积极影响，这表明良好的公共服务绩效和腐败治理绩效

将直接增强公众的政治信任。然而，道德表现并没有对政治信任产生预期的积极影响，甚至对政治信任

的负面影响。在这方面，公众从“唯物主义”目标向“后唯物主义”目标的转变可能是道德表现对政治

信任产生负面影响的原因。在良好的经济环境下，物质条件的满足使公众转向对政治和社会权利的追求。

这种变化意味着个人更有可能成为“犀利公民”。这表现在对“物”的强调上以质量为中心的价值观转

向关注生活质量和社会质量的后唯物主义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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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果分析 

中国当前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经济和社会变迁，政府的每一项改革和举措都可能牵涉相关社会群体

的生计和利益，并可能会影响其生活机会及其对政府的信任。尽管中国的经济发展从总体上说已经惠及

了大多数民众，但是伴随着经济体制和社会保障体系改革，也有些群体并未充分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

甚至变成了“弱势群体”。维护弱势群体的政治信任与政治支持，对于深化改革和维护社会稳定具有非

常重要的政策意涵。作为保障弱势群体基本生活需求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最低生活保障的实施能显著

提高弱势群体对基层政府官员的信任水平，领取低保的群体更加信任基层政府官员；代表民生工作的地

方低保救助率与民众政治信任水平也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在现阶段，单纯的经济发展并不必然能带来更

高水平的政治信任。本文认为，民众的政治信任不单取决于政府绩效或个人生活境遇，更取决于政府绩

效的惠及性和可感知性，即个人能否感知到政府的绩效表现以及是否从中获益。 
在影响制度绩效的路径分析上，公众的主观评价绩效与客观制度绩效之间的对应关系没有共识。支

持者认为，公众有能力感知政府绩效，这可以基于具体客观的制度绩效做出自己的主观评价，进而保证

制度绩效在主客观维度下的一致性[9]。怀疑论者认为，由于其他外部因素，公众无法完全理解客户。查

看系统性能，所以不能简单用公众主观评价性能来代替。政府绩效对政治信任的直接影响不明显，但良

好的政府绩效正向调节公众主观评价绩效对政治信任的正向影响，表明政府绩效是主观的。绩效评估间

接影响政治信任。这可能是因为“后唯物主义价值观”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经济绩效的直接影响，

同时与公共服务的绩效和治理绩效和客观经济绩效更容易被公众感知和评价，其通过主观评价绩效对政

治信任的间接影响更为明显[10]。通过大数据分析，我们研究认为，补贴政策的实施可以提高官员的政治

信任水平。 
由于数据资料所限，本文在以下几个方面还需要进一步研究。第一，本文关于政治信任的测量是民

众对基层政府官员的信任水平，虽然在中国的情境下，对政治人的信任和对政治机构的信任存在一定程

度的相关性，但毕竟二者在概念上还是有所不同，这需要在今后的研究中进一步区分检验。第二，本文

关于一些概念的操作(比如政府绩效，居民获得感的测量等)，还需要在未来的研究中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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